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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耳其加入北约70多年来,双方关系起伏不定,时而

密切合作,时而龃龉不断。在土耳其与北约的联盟关系中,合作与

斗争相互交织,并对北约的联盟管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根据新古

典现实主义理论,土耳其对北约政策的多变性是国际体系压力和国

内精英共识共同驱动的产物。体系压力决定土耳其对北约外交政策

选择的空间,而精英共识则影响土耳其对北约外交政策选择的强度。
前者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后者受到领导人、政党和军方的影响。
两种因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土耳其对北约政策的多样性选择。当体系

压力大、精英共识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追随政策;当体

系压力大、精英共识不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妥协政策;
当体系压力小、精英共识不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对抗政

策;当体系压力小、精英共识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投机

政策。部署 “朱庇特”导弹、应对塞浦路斯危机、处理库尔德问题和

引进 “S-400”导弹,成为验证土耳其对北约追随、妥协、对抗、投

机政策的典型案例。在当前国际政治剧烈变动和土耳其国内政治深刻调

整的背景下,土耳其对北约政策在不同议题上仍将呈现出差异性特征。
关键词 土耳其 北约 外交政策 体系压力 精英共识 联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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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指出,北约当前已陷入困境,因为共同价值观

和跨大西洋团结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力地引起共鸣。① 这一论断无疑为理解土

耳其与北约的特殊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诠释。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友的特殊性,

不仅在于它地跨欧亚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② 还在于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

复杂身份认同。③ 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土耳其,作为一个后

帝国的国家,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

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

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

中亚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④

长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异常复杂多变。从

世纪初 “零问题外交”到 “阿拉伯之春”以来 “重返中东”和 “四面出击”,

再到俄乌冲突后在乌克兰、俄罗斯、欧洲、美国之间纵横捭阖,土耳其不断

通过战略调整,拓展自身战略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当前,作为北约成员国和

美国盟友,土耳其又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反映了其对外

战略 “向东看”的发展趋势,这是土耳其长期西化战略受挫后进行战略平衡

和转向的体现,也将对土耳其与北约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在美国兰德公司看来,当前土耳其与北约关系存在合作与矛盾并存的两

面性。一方面,北约联盟在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仍 “发挥着核心作用”。

另一方面,土耳其公众和政治精英对北约集体防御可靠性的质疑也不断上

升,土耳其学术界和战略界甚至提出了所谓 “欧亚愿景”,即 “脱离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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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与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大国进行更深入的合作”。① 从中也足见土耳其与

北约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土耳其对北约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

同议题上形成了追随、妥协、对抗、投机等多种政策形式。因此,本文将就土

耳其对北约外交政策多样性的政治动力进行理论研究和案例检验。

一、 围绕土耳其对北约多变性政策的既有解释

学界对土耳其对北约政策的多变性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具有一定说

服力的解释。

第一,国际环境变化说。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指出,由于土耳其地缘战略

位置独特,国际体系和国际环境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②

另有学者认为,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是土耳其选择加入和追随北约的原因。③

也有学者认为,冷战后多极化趋势使土耳其独立行动的空间扩大,土耳其对

北约的依赖开始下降。④ 还有学者认为,自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对

北约采取疏离政策,并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寻找 “回旋余地”。⑤

第二,国家利益驱动说。有学者认为,应对苏联安全威胁是土耳其最大

的安全利益,因此土耳其选择加入北约以确保自身国家利益,并通过获取西

方军事与经济援助,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增强军事防御能力。⑥ 另有学者对

土耳其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分歧进行了研究,强调维护自身利益是土耳其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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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政策变化的动因。①

第三,外部威胁变动说。有研究认为,在冷战时期,土耳其加入北约的

主要原因在于土耳其与西方存在制衡苏联的共同需要,并促使双方在北约行

动中进行密切协调。② 有学者指出,自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与北约在安全优

先事项上出现偏差,使其逐渐疏远北约。③ 围绕2010年11月通过的北约战

略新概念,土耳其与其北约盟友的威胁认知有所统一,并与北约展开合作。④

但在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与北约盟友围绕安全优先事项的分歧扩

大,⑤ 这促使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开展务实合作。⑥

第四,联盟管理困境说。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深受 “联盟困境”的影

响。一方面,有研究认为,西方盟友担心被土耳其的安全问题 “牵连”,土

耳其则担心被西方盟友 “抛弃”。⑦ 另一方面,有学者则认为,土耳其担心被

北约扩张 “牵连”而非被其 “抛弃”。⑧ 另有学者指出, “安全威胁—安全供

应”和 “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是影响土耳其与北约关系的关键变

量。当土耳其与北约安全和价值供需耦合时,双方形成 “相互捆绑”的政策类

型;当土耳其担心 “被抛弃”时会采取追随政策;当土耳其担心 “被牵连”时

会采取平衡政策;当同时面临 “被牵连”和国家身份难以获得承认时,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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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北约疏离。①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土耳其对北约外交政策的多变性进行了广泛讨

论,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国际环境变化说可以解释土耳其对北约

外交政策变化的整体背景,但难以解释土耳其在不同议题上对北约政策的差

异性;其次,国家利益固然是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但又失之宽泛,尤其在国

家战略意图难以把握和确定的情况下,② 其不能揭示国内政治博弈对外交政

策的复杂影响;再次,外部威胁变动论虽然解释了苏联威胁变化对土耳其与

北约关系的影响,但不能解释土耳其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退出北约,以

及在冷战时期苏联威胁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土耳其对北约政策仍不断变化的动

因;最后,联盟管理困境说虽然引入了安全威胁与身份认同,但它主要在解

释特定时期土耳其对北约的政策时更具说服力,对解释土耳其对北约政策的

长期性演变有所不足。
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古典现实主

义的理论框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以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精英共识为

解释变量,通过案例对比验证土耳其对北约的代表性政策,进而深入分析土

耳其对北约外交政策的差异性及其根源。

二、 体系压力、 精英共识与土耳其对北约的政策选择

外交决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简称FPA)是以国家对外政策

作为分析对象,探究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③ 综合外交决策分析

的研究成果,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追随、妥协、对抗和投机四种形式及

其延伸出来的诸多具体形式。④ 追随是国家为了获利选择接受主导力量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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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并与其进行合作的政策;妥协是指国家在面对竞争、对立和冲突时,

通过对其他行为体让步来缓和矛盾、解决分歧;对抗是指国家在自身利益和

安全受到威胁时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敌对行为对威胁进行回应的政策;投机是

指国家通过权衡自身所在联盟与其他对立力量的复杂关系,利用自身在两种

力量之间的特殊优势,在某些议题上奉行机会主义、选择与联盟对立者进行

合作的政策。下文对本文的理论依据、变量选择和研究框架进行简要分析。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研究路径

外交决策分析的路径主要包括结构主义路径、国内主义路径以及同时包

含国内和国际双层变量的复合主义路径,① 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复合主

义路径作为基本的理论依据。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对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古典现实主义

是以摩根索、尼布尔为代表的人性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国内层次的解释路

径。新现实主义是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国际层次的解

释路径。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融合了国际和国内两种解释路径。②

20世纪80—90年代,在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过程中,现实主义内部也

出现分化并孕育出新古典现实主义。1998年,吉迪恩·罗斯率先提出了新古

典现实主义的概念,③ 把沃尔弗斯、柯庆生、施韦勒、扎卡利亚等学者的研

究都归入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因为他们都具有把国内层次作为中介变量修

正结构现实主义的特点。④2009年,斯蒂芬·洛贝尔等人在其著作中更加强

调体系层次 (自变量)通过国内层次 (中介变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厘

清了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关系。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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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把外交政策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严格区分、① 无法解

释国家行为的现象,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首先,将国际

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结合起来,试图在外交政策领域构建简约而科学的

理论。其次,将体系诱因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构建涵盖国内和国际的跨层

次理论。② 有学者评价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部分牺牲了新现实主义的简约,

但解释力却得到增强。③ 新现实主义的简约在于它只有一个解释变量即国际

体系结构,④ 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否认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性,而是强调

国际体系的压力必须通过国内政治进程的传导才能转化为一国的外交政策。

正如罗斯所言,“国际体系压力可能会塑造外交政策的大致轮廓和总体方向,

但却没有足够的力度或精确度来确定国家行为的具体细节。”⑤ 因此,新古典

现实主义打开了国家 “黑箱”(black
 

box),强调 “政策选择不再是体系刺激

的直接后果”,相反的是,“体系的刺激要经过国家这个棱镜,在独特的国内

政治中加以认知和应对。”⑥

然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又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国内层次变量作为理论

内核,这影响了其内部一致性和解释力。⑦2016年,诺林·里普斯曼等学者

在其著作中确立了国内层次的四个中介变量———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

9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64;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p.54-57;肯尼思·华尔兹:《国
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参见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兰德尔·施韦勒: 《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
陈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9页;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

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页;陈志

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
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1—128页。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51—52页。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2,
 

2008,
 

p.30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146;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

26—27页。
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8期,第196页。



外交评论 2024年
 

第6期

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① 自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外交政策的解释框

架得以建立。当国际体系产生一定的外部刺激时,国内政治经历了 “认知→
决策→执行”的过程,而四个中介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对该过程施加影响,最

后生成了相应的外交决策。不过,该模型所选取的中介变量较为复杂,仍然

不能满足理论简化的需要。施韦勒也提取过四个影响国家行为的中介变量,

即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以及政府/政权脆弱性,综合起来构

成了国家的内部一致性。② 鉴于外交政策选择实际是由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做

出的,政治精英变量与国际体系的关联度高,因此国内层次的变量可以整合

为 “国内精英共识”变量,并用 “精英共识一致/不一致”来表示其变化。③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压力作为国际层次的

解释变量、国内精英共识作为国内层次的解释变量,后文分别简称为 “体系

压力”和 “精英共识”。

(二)体系压力和精英共识:影响外交政策的国际和国内变量

体系压力是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和限制。具体来

说,国家面临的体系压力越大,其可选择的空间越小。反之,国家面临的体

系压力越小,其可选择的空间就越大。④ 因此,在体系压力大的情况下,很

多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相似性。相反,在体系压力小的情况下,国家外交政

策的选择更具体现本国利益偏好的差异性。

体系压力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选择的首要因素,⑤ 它主要体现为国际体

系结构的变化。⑥ 在两极体系下,大国竞争格局相对稳定,威慑的对象非常

明确,其他国家所能进行的选择通常只是选边站队,⑦ 选择空间相对有限。

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而发挥类似世界

政府的某些功能,从而弱化了无政府性对体系结构的影响。因此,对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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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多数国家 (不包括霸权国家的敌人)而言,体系压力相对较小,国家的

选择空间相对宽松。而在多极国际体系中,由于存在更多数量且自主性较强

的行为体,这导致国家间关系趋于不稳定,① 中等国家和小国可以在大国之

间左右逢源、寻找更多的投机机会。

国家外交政策深受国际体系的影响,同时也无法摆脱国内政治的制约。

对此,有学者形象地指出,进行外交政策决策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在同时进行

两个方面的谈判:一是本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在国际层次的谈判;二是在

本国内部,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和互动。② 因此,国

际体系的作用还取决于国内政治及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以及政府、社会的

特征。③

精英共识本质上是通过国内政治斗争干预外交政策形成的过程。斯奈德

曾经分析了精英的不同立场如何影响帝国扩张并导致帝国崩溃。④ 施韦勒继

承了这一研究路径,率先提出了精英共识这一核心变量。他认为国家政策不

是简单地取决于结构—系统分析层次所强调的客观物质因素,同时也是精英

共识作用的结果。⑤

因此,精英共识影响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体而言,精英共

识即国内精英群体围绕某议题能够达成一致的认知。在民主国家内部具有系

统性影响的三个精英群体分别是:立法者、军事领导人以及高级内阁和行政

官员。⑥ 当精英共识一致时,政府部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较为顺利,并保

持始终一致。而当精英共识分裂时,政府部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会遇到困

难,并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改变或调整其外交政策。
(三)体系压力和精英共识共同影响下的土耳其对北约政策选择

体系压力和精英共识是本文研究外交政策的核心变量。根据体系压力大

小和精英共识是否一致,可以得出土耳其对北约外交的四种典型政策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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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当体系压力大、精英共识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追随政

策;当体系压力大、精英共识不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妥协政

策;当体系压力小、精英共识不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对抗政

策;当体系压力小、精英共识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投机政策。

具体来说,追随与妥协政策的共性是合作,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压力

大迫使其选择与北约合作。追随与妥协政策的差别在于土耳其的主动性不

同,追随是主动的选择,妥协是被动的抉择,造成主动和被动的核心原因在

于国内精英共识不同。精英共识一致使土耳其对北约采取主动的追随政策,

精英共识不一致则使土耳其对北约采取被动的妥协政策,追随的合作程度显

然高于妥协。

投机与对抗政策的共性是斗争,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压力较小,使土

耳其拥有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议题上与北约博弈和斗争的空间,外交自主

性增强。对抗与投机政策的差别在于土耳其的斗争方式和主动性不同,其原

因是国内精英共识的不同。在国内精英共识不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在反对

党、军方的压力下选择对抗北约,具有迫于内部压力的被动性;在精英共识

一致的情况下,政府与反对党、军方意见统一,使政府能够利用北约同盟的

对立方 (如俄罗斯)采取对北约的投机政策,该政策的利益诉求和战略主动

性更强。

表-1 体系压力、精英共识与土耳其对北约的外交政策选择

国内变量

国际变量

精英共识

一致 不一致

体系压力
大 追随 妥协

小 投机 对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体系压力变化与土耳其对北约的外交政策选择

冷战时期,在美苏争霸的两极体系下,国际体系结构对土耳其的压力较

大。由于土耳其处于冷战对抗的前沿地带,苏联威胁的长期存在使土耳其对

北约联盟存在巨大的安全需求,促使土耳其采取积极加入北约以及部署 “朱
庇特”(Jupiter)导弹等追随北约的外交政策。即便在塞浦路斯危机中,土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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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临国内强大的精英共识不一致时,却仍在 “约翰逊信函”① 的影响下对

北约进行了妥协。

自冷战结束后,北约盟主美国成为单极体系的霸权,而土耳其面临的来

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迅速消散。自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结束,土耳其的地缘战

略环境大为改善,国际体系对土耳其的压力减小,土耳其有了从本国偏好出

发制定对北约外交政策的空间。例如,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从维护自身

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稳定的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北约不一致的对抗政策。进

入21世纪,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使国际体系对土耳其的压力

继续减小,土耳其在美俄以及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明显扩大。例如,

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便是其通过追求

自主性在俄罗斯和美国、北约之间寻求两头获益的投机外交政策。

2.
 

精英共识变动与土耳其对北约的外交政策选择

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的精英群体主要包括领导人、政党与军方,而

土耳其政府最终决定外交政策的施行。② 精英共识影响土耳其对北约外交政

策选择的强度。当各方意见统一时,精英共识一致使政府决策被强化,土耳

其对北约政策趋向于追随与投机,政府的政策具有主动性。而当各方意见不

统一时,精英共识趋于不一致,政府决策被弱化或改变,土耳其对北约政策

趋向于妥协与对抗,政府的政策具有被动性。

影响土耳其外交决策的精英群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领导人,包

括总统、总理、关键内阁成员和各部部长等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

们是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行为体。③ 一般而言,弱势领导人容易受到外部

因素的干扰,强势领导人则善于主导国内政治议程;其次是政党。政党对于

决策的参与者、决策过程、决策成功与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以执

政党轮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为巨。④1946年土耳其结束一党专政、引入多党

政治,从此开启了执政党与反对党博弈的政治进程。执政党与反对党意见不

一致、执政党内部意见不一致、在野党反对政府决策等政党政治因素,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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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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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最后是军方。军队一直被视为世俗共和政权的保卫

者和国家的精华。① 长期以来,军队在土耳其政治和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捍卫 “凯末尔主义”的重要力量,军队多次发动政变深刻影响了土耳其

的政治与外交,进而也是影响土耳其国内政治共识的重要因素。但自正义与发

展党执政以来,尤其是2016年军人政变失败以来,土耳其政府对军方的整肃,

以及从议会制转向总统制后政府权力的加强,都使军队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以及对土耳其与北约关系的历史梳理和实证考察,本

文选取土耳其对北约外交政策的四个典型案例,检验国际和国内两种变量的

不同组合与土耳其对北约外交政策差异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分别是20
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北约在土耳其部署 “朱庇特”导弹、20世纪60年

代应对塞浦路斯危机、20世纪90年代处理库尔德问题以及21世纪土耳其引

进俄罗斯的 “S-400”导弹。

三、 部署 “朱庇特” 导弹与土耳其对北约的追随政策

正如前文所述,当体系压力大、精英共识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

采取追随政策。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土耳其允许北约在其本土部署战

略导弹便是典型案例。虽然 “朱庇特”导弹在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中

沦为美苏交易的工具,并最终未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但是它的部署却是土

耳其对北约采取追随政策的典型例证。

1955年,美国准备把中程弹道导弹 “朱庇特”部署在位于反苏前沿的欧

洲北约国家。1957年12月,北约理事会通过了将中程导弹部署到欧洲盟国

的决议,但由于不少候选国持反对态度和担心此举会 “激怒苏联”② 而存在

争议。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不同于其他候选国的反对态度,积极欢迎在土耳

其部署中程导弹,③ 此举获得了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的信任,④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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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签署了意向书。在美土两国展开谈判后,土耳其的态度也异常积

极。①1959年9月18日,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土美正式签署 《关于将现代武

器引入北约防御的协议》,土耳其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 “朱庇特”导弹。②

1961年10月,“朱庇特”导弹在土耳其完成部署。土耳其前驻美大使梅内曼

奥格鲁曾就此指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尽最大努力为北约集体安全做出

了贡献。③

土耳其在部署 “朱庇特”导弹问题上积极追随北约,本质上是土耳其面

临的国际体系压力较大与国内精英共识一致的结果。

(一)冷战格局与沉重的体系压力

二战结束后,伴随美苏对抗的全面展开,处于东西方对峙夹缝中的土耳

其承受着来自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

首先,苏联对土耳其的巨大安全威胁促使土耳其积极加入北约,并因此

受到冷战体系的制约。1945年3月,苏联宣布废止1925年签订的 《苏土友

好中立条约》,苏土关系急转直下。1946年8月,苏联对土耳其海峡的要求

和对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领土主张,以及苏联海军频繁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的

活动,导致土苏关系日益恶化。面对苏联的安全威胁,土耳其迫切需要在中

立之外寻求新的战略安排。④ 因此,“土耳其领导人转向美国寻求经济、政治

和军事援助。”⑤1947年美国提出 “杜鲁门主义”,旨在避免土耳其和希腊发

生革命并加入苏联阵营。 “美国与土耳其防务关系的建立,为土耳其最终在

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铺平了道路。”⑥

其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中东拓展的步伐加快,土耳其倍

感压力。在1956年 “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威

胁英国和法国,如果英法不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将对其发动核攻击。1958
年,黎巴嫩爆发的宗派冲突以及伊拉克爆发的推翻君主制的革命,都被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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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苏联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增强的表现。此外,东德广播电台针对土耳其潜

在 “颠覆分子”的广播宣传,以及赫鲁晓夫谴责土耳其加入北约,也使土耳

其对苏联的威胁认知得以强化。①

最后,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引发北约盟友的恐慌,紧邻苏联的土耳其恐惧心理更加严重。② 美国总统肯

尼迪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由于西方在导弹方面的战略劣势,美国将没有导

弹来应对苏联的核打击,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受到袭击的威胁最为严重。③ 因

此,土耳其急需引入盟国的核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

总之,土耳其加入北约确立了其西方军事盟友的身份,冷战在欧洲和中

东的全面展开,以及苏联在上述地区咄咄逼人的拓展,都使土耳其深受冷战

格局的制约,并在安全上对北约形成了严重的依赖。

(二)多党制开启与土耳其精英共识的一致性

尽管土耳其于1946年启动多党制,但执政的民主党与在野的共和人民

党都是亲西方政党,国家领导人、军方和议会在部署 “朱庇特”导弹问题上

达成了共识,使土耳其对北约的外交政策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干扰。

首先,在政党方面,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奉行亲西方政策,并在部署 “朱

庇特”导弹问题上形成了共识。1946年1月,土耳其正式进入多党政治时

期。在1950年的新一届议会选举中,新成立的民主党胜出成为执政党、长

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败北沦为反对党,土耳其开始了民主党的十年执政时

期。民主党政府改变了凯末尔时代长期恪守的中立原则,奉行亲西方的外交

政策。④ 虽然在野的共和人民党对民主党多有批评,但它作为西化政党,并

不反对土耳其加入北约和在土耳其部署导弹。⑤

其次,领导人因素在土耳其加入北约和部署 “朱庇特”导弹的过程中也

起到了推动作用。在1950年的大选中,民主党主席拜亚尔当选土耳其总统,

出任总理和外长的该党主要领导人曼德列斯、科普鲁卢以及后来担任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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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佐鲁都持亲西方立场。1950年7月18日,拜亚尔总统绕过大国民议会,

迅速制定出兵朝鲜半岛的计划,目的就在于早日加入北约。①1951年秋,科

普鲁卢在国民议会演讲时称, “无论从哪些方面来看,土耳其的国际利益与

北约的集体利益都是一致的。”②1952年2月,土耳其终于加入北约,曼德列

斯政权坚决执行与北约完全一致的政策。在引进 “朱庇特”导弹的过程中,

曼德列斯频繁表态支持,时任外长佐鲁也强调 “获取中程导弹是 (土耳其)

保卫自己的唯一方式”。③ 此后,曼德列斯还宣称, “获得 ‘朱庇特’导弹增

加了土耳其的国际声望,提升了在北约盟国中的地位。”④

最后,部署 “朱庇特”导弹也得到了立法部门和军方的支持。1959年5
月修订的土耳其宪法,允许政府和北约盟国签署并执行国际协议。土耳其与

北约签署的 《关于将现代武器引入北约防御的协议》于1959年10月26日提

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但是议会的会议记录并没有公开涉及该协议的内

容。⑤ 这表明议会和政府在部署 “朱庇特”导弹问题上意见一致,并对具体

情况进行了保密。此外,土耳其军方也大力支持部署 “朱庇特”导弹,即使

军方在1960年5月发动政变并推翻了曼德列斯政权,但其仍然宣布尊重土

耳其对北约的承诺。⑥

总之,围绕加入北约保障土耳其安全并引入 “朱庇特”导弹事宜,土耳

其执政党、反对党、国家领导人、军方和议会等各种政治力量意见高度统

一,这在本质上表明土耳其精英围绕追随北约的政策达成了共识。

综上所述,冷战格局下苏联对土耳其的巨大安全威胁,使面临沉重体系

压力的土耳其寻求通过加入北约并引入 “朱庇特”导弹以保障国家安全。在

部署 “朱庇特”导弹的过程中,土耳其国内形成了一致的精英共识。由此可

见,在体系压力大、精英共识一致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政府得以部署 “朱

庇特”导弹,对北约采取了追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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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塞浦路斯危机与土耳其对北约的妥协政策

当体系压力大、精英共识不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妥协政

策,1964年的塞浦路斯危机便是典型案例。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后,总统

马卡里奥斯于1963年企图修改宪法导致该国内部土耳其和希腊两族矛盾加

剧,并酿成了1964年的塞浦路斯危机。起初,土耳其政府支持在北约框架

内解决该问题,不主张进行武力施压,但在国内各党派和军方不同意见的压

力下,土耳其不得不尝试武力干预。最终,在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压力下,土

耳其选择放弃军事干预,被迫对北约进行妥协。

1960年8月,塞浦路斯共和国宣告独立,希腊东正教主教马卡里奥斯出

任总统,但希腊族谋求与希腊合并或自治的活动并没有停止,① 土耳其与希

腊仍然存在冲突的风险。1963年11月,马卡里奥斯提出了修改共和国宪法

的 “13条修正案”,② 此举遭到土耳其强烈拒绝,因为该修正案把土耳其族视

为少数民族。土耳其政府表示,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人民负责,保障他们

的正常生活和安全。”③ 伴随塞浦路斯国内希土两族冲突的加剧,美国担心苏

联借机向塞浦路斯进行渗透,并使塞浦路斯沦为 “地中海的古巴”。④ 因此,

北约于1964年1月警告土耳其不要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⑤ 并建议由北约成

员国共同组建塞浦路斯维和部队,重申希土两国不能对塞浦路斯单独采取行

动。但是,北约的建议以及联合国第186号决议,均未能缓解塞浦路斯危

机,希土两国军事调动的迹象更加明显。1964年3月,土耳其政府在得到大

国民议会授权后三次尝试对塞浦路斯进行干预,但都无果而终。⑥1964年6
月,当土耳其再次准备干预之际,美国总统约翰逊致信土耳其总理伊诺努,

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称北约不能接受两个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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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盟国不承担土耳其免受苏联进攻的义务。① 这就是著名的 “约翰逊信

函”,它扼杀了土耳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企图,使土耳其被迫对北约进

行妥协。

总体而言,在1964年塞浦路斯危机中,土耳其曾在国内精英共识不一

致的情况下尝试进行军事干预,但终因国际体系的压力,被迫放弃单方面的

军事行动,对北约采取了妥协政策。

(一)核恐怖均势与较大的体系压力

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的核对抗加剧,美国担心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

干预引发苏联干预,苏联也反对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事务,这使土耳其承受

了巨大的国际体系压力。

首先,北约的 “灵活反应战略”无法使土耳其在苏联的威胁下获得充分

的安全保障。② “灵活反应战略”强调当北约国家遭到敌对国家的常规武器袭

击时,也只能用常规武器进行反击。这意味着处在苏联 “大规模报复前沿”

的土耳其如果受到袭击,北约可能进行有限的反击或不进行回击,而美国也

可能会为了避免大规模核战争而接受既成事实。若此,土耳其加入北约的意

义将大打折扣。

其次,自 “朱庇特”导弹被撤除后,土耳其的不安全感和对美国的不信

任感与日俱增。1962年10月 “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缓解危机,

与苏联达成秘密交易,即美国撤除在土耳其部署的 “朱庇特”导弹,以换取

苏联放弃在古巴部署导弹。1963年1月,当美国提议拆除 “朱庇特”导弹

时,土耳其领导人以为 “朱庇特”导弹将被更先进的 “北极星”潜射导弹所

代替。③ 事实上,土耳其被美国盟友当作了交易的筹码。土耳其开始意识到,

由于本国存在北约军事基地并被部署了针对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土耳

其很可能成为苏联潜在的核打击目标。然而,美国不顾盟国利益、拆除 “朱

庇特”导弹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土耳其的自尊,还使其对苏联的威胁认

知更加敏感。

最后,在塞浦路斯危机中,苏联势力不仅向塞浦路斯大规模渗透,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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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进行施压。在塞浦路斯危机中,苏联明确支持希腊,不断指责土耳其

干涉塞浦路斯内政。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还向土耳其政府发出警告,反

对其干涉塞浦路斯事务。同时,中东地区得到苏联支持的埃及、叙利亚等国

也积极支持希腊族领导人,并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种援助。①

因此,处在较大体系压力下的土耳其无法选择与北约翻脸,② 而是以其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换取北约的安全保障。

(二)军事政变与精英共识的不一致

1960年5月27日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加快,新宪法赋

予国内更多政治自由,这对塞浦路斯危机中土耳其政府追随北约的政策产生

了制约。

首先,土耳其领导人坚持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试图将塞浦路斯问题限

定在北约内部解决。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发生后,古尔塞勒出任国家元

首、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坚定执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1960年7月,古

尔塞勒在回复赫鲁晓夫的信件中强调了土耳其对西方同盟的依赖。③ 他还在

1961年5月表示,“只有在整个北约联盟决定采取一致步骤时,(土耳其)才

可能同苏联紧密地接近。”④ 与此同时,1961年上台的新总理伊诺努不仅是一

位资历深厚的将军,还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他倡导与西方世界保持亲

密关系,并在塞浦路斯危机中主张温和化解纠纷,同意在北约内部解决塞浦

路斯问题。在他看来,土耳其军队并没有做好武装干预的准备,如果贸然出

兵,不仅会受到苏联威胁,还极有可能遭致美国联合安理会其他成员的

阻拦。⑤

其次,1960年军事政变使军人成为土耳其政治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塞浦

路斯问题上对政府的妥协十分不满,主张进行军事干预。政变上台的军事当

局在1961年制定了新宪法,设立了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⑥ 军人集团

权力急剧扩张。即便在1961年10月土耳其大选成立民选政府后,军方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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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进行监控。在塞浦路斯危机中,伊诺努总理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即使干

涉也要同美国和北约进行磋商。但是,军方代表一再施压并警告伊诺努政

府,美国在解决危机方面已经无能为力,必须进行武装干涉,① 一些空军军

官甚至在未经伊诺努总理同意的情况下对塞岛进行了空袭。最终,土耳其国

家安全委员 会 于1964年6月2日 召 开 会 议,决 定 对 塞 浦 路 斯 进 行 军 事

干预。②

最后,1961年宪法巩固了多党政治和民众参与的政治基础,③ 但在野党

与执政党围绕对西方政策的分歧开始显现,反对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进行

妥协。1961年 土 耳 其 议 会 选 举 后,共 和 人 民 党 与 正 义 党 (Adalet
 

Partisi,

AP)组成联合政府。1962年6月,正义党退出,继任的两届联合政府都由

共和人民党和一些小党组成,均由伊诺努出任总理,直到1965年议会对预

算进行投票表决时才被推翻。④ 在这期间,各政党对北约的批评开始出现,

在野党指责政府的外交政策过分倾向西方,甚至执政党的议员也在塞浦路斯

危机中加入这一行列。在1964年5月5日的土耳其国民议会会议上,有影响

力的共和人民党议员埃里姆指责北约对希腊不施加约束的行为,并强调 “如

果我们的盟友在小事上都犹豫不决,那么我们怎么能在国家安全等更重要的

问题上信任他们”。⑤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伴随核恐怖均势的出现,北约采取的 “灵活

反应战略”以及 “朱庇特”导弹撤出,都使土耳其对苏联的威胁更加敏感,

处在较大体系压力下的土耳其只能继续追随北约。在塞浦路斯危机中,土耳

其军方、政党和领导人在是否进行军事干预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伊诺

努政府最终在军方和政党的压力下尝试进行军事干预,但终因美国的压力而

放弃。这说明在精英共识不一致的情况下,土耳其难以完全追随北约,但是

由于较大的体系压力抑制了精英共识不一致的作用,最终还是迫使土耳其对

北约采取了妥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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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对北约的对抗政策

当体系压力小、精英共识不一致时,土耳其倾向于对北约采取对抗政

策,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就是典型案例。1991年海湾战争爆

发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加剧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产生重要影响,① 其突

出表现是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势力崛起对土耳其的安全威胁,以及

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冲突造成的严重伤亡。

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与北约围绕库尔德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分歧:

首先是人权问题,北约盟国批评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侵犯人权,是 “缺乏民

主规范和价值观”的结果。② 其次是安全问题,既表现为海湾战争后库尔德

工人党利用难民向土耳其进行渗透,也表现为北约在伊北部库尔德地区建立

“安全区”,③ 便于库尔德工人党的跨境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水平的

提高也对土耳其库尔德人产生了示范效应。北约的做法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

反感,④ 促使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对抗北约的政策,并对库尔德工人党进行严

厉打击。

1991—1992年库尔德工人党与土安全部队的冲突导致1.75万人死亡,

此后,土耳其不顾欧盟和北约的批评,多次对伊北部采取空袭行动以及跨境

军事行动。⑤1993年4月,在德米雷尔出任总统后,改变了厄扎尔政府时期

与库尔德人接触的方针,⑥ 推行强硬的库尔德政策。此举遭到法国、德国、

挪威等北约盟国的反对,北约甚至要求土耳其军队必须接受北约驻土部队的

监督。⑦ 土耳其政府坚决反对北约利用人权问题进行施压,强调库尔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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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恐怖组织属性,① 并在1997—1998年加大力度对库尔德工人党进行清

剿。② 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采取对抗北约的政策,其原因在于土耳其面临

的体系压力较小和精英共识不一致的共同作用。
(一)冷战结束与较小的体系压力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不再处于北约与苏联对抗的前沿,战略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

首先,在冷战期间,土耳其将军队防御重点主要放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

部以及与华沙条约成员国保加利亚接壤的西北部。在此背景下,体系压力限

制了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由于库尔德工人党得到叙利亚和伊拉克

的支持,北约警告土耳其不要卷入与中东邻国的任何冲突,避免引发北约和

华约之间的冲突。冷战结束后,土耳其重新评估了其安全威胁,认为苏联对

土耳其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可能性已经消除。于是,土耳其考虑将军事力量从

东北部和西北部转移至东南部,即伊拉克边境一带,以应对库尔德问题的安

全威胁。③

其次,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进入 “单极时代”,④

而土耳其成为美国推行中东战略的重要伙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更为土耳其

改善其国际和地区环境创造了机遇。冷战结束后,许多土耳其人担心其战略

重要性会遭到削弱,然而,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以及

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需要土耳其的配合。总之,土耳其的战略重要

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⑤ 因此,美土盟友关系的加强,尤其是美

国对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⑥ 进一步改善了土耳其的国际战略空间。海

湾战争作为美国中东霸权确立的标志,重创了中东地区霸权伊拉克,也减轻

了伊拉克对土耳其构成的威胁,使土耳其不再面对野心勃勃的北方强邻。⑦

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拉克被削弱也是土耳其敢于在库尔德问题上采取强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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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并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打击库尔德力量的原因所在。

总之,冷战结束后,苏联军事威胁消失、美土联盟关系巩固、海湾战争

严重削弱伊拉克,使土耳其面临的体系压力大为减轻,其战略自主性进一步

增强。

(二)新兴政党建立与精英共识的不一致

20世纪80—90年代,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显著特点是新兴政党如雨后春

笋般建立,尤其是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兴起与复苏,① 当时新兴政

党多达15个,尤以祖国党、正确道路党和繁荣党在土耳其政坛中的表现最

为突出。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具有民族主义的鲜明色彩,强调维护民族独立

和国家主权。而繁荣党则是典型的伊斯兰政党,在对外政策上反对土耳其加

入北约,更反对在库尔德问题上向北约妥协。

首先,海湾战争后,厄扎尔总统允许北约多国部队使用土耳其境内军事

基地、参与在伊拉克北部建立 “安全区”的行动,与反对派和军方产生了分

歧。民族左翼党 (Demokratik
 

Sol
 

Parti,DSP)主席埃杰维特称土耳其参加

“安抚行动”是一种 “自杀性”的行为,土耳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伊拉克北

部库尔德实体的有害影响。② 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也猛烈抨击 “安抚行动”,

并声称这是西方分裂穆斯林国家的险恶阴谋。③ 军方则表示厄扎尔总统的行

为将破坏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此外,由于驻扎在英吉尔利克军事基地的北约

空军特派团执行了 “安抚行动”,大国民议会强烈反对在土耳其领土上存在

大量外国军队。④

其次,厄扎尔政府对库尔德问题的发酵产生了误判,试图政治解决库尔

德问题,并与反对派发生冲突。1991年3月,厄扎尔邀请伊拉克库尔德人领

导人来访,还鼓励公开讨论库尔德问题。同年10月,正确道路党主席德米

雷尔成为总理,继续执行厄扎尔的外交路线。1992年,厄扎尔还试图承认库

尔德工人党为土耳其政治体系的参与者。⑤ 尽管这些做法得到了美国好评,

但在土耳其政界却遭受非议。比如民族行动党 (Milliyetçi
 

Hareket
 

Partisi,

MHP)主席图尔凯希认为,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案是分裂土耳其和加速

国家解体的想法。民主左翼党主席埃杰维特也强调土耳其东南部的问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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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而是西方列强干涉的产物,目的是建立库尔德国家。①

此后,在强硬派的压力下,德米雷尔总理开始在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

政策上倒退。随着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发动更多袭击,军方控制的国家安

全委员会掌握了应对库尔德问题的发言权,并宣称土耳其东南部的局势是分

离主义的产物,需要军事解决而不是政治解决。1993年4月17日,厄扎尔

去世,德米雷尔出任总统,他在就职后明确表示在库尔德问题上不会进行任

何妥协。② 尽管欧盟和北约坚持为库尔德问题寻找政治解决方案,但却遭到

德米雷尔的严厉拒绝,并坦言政治解决方案将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他

还多次提到一战后西方企图肢解土耳其的 《色佛尔条约》,③ 引起了国内民族

主义者的强烈共鸣。④ 因此,为了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拒绝北约盟友

的政治解决方案,坚决诉诸军事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从国际体系方面看,冷战后土耳其承受的体系压力大为减

小,使其具备挑战北约的国际战略空间。从国内方面看,土耳其的库尔德政

策经历了从温和到强硬的变化,这是国内精英共识不一致的产物。起初厄扎

尔总统谋求政治解决的方案,但遭到坚持军事解决方案的反对派和军方的强

烈反对,最终促使德米雷尔继任总统后采取了强硬的库尔德政策。总之,20
世纪90年代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采取对抗北约的政策,是体系压力减小

和精英共识不一致综合作用的产物。

六、 引入 “S-400” 导弹与土耳其对北约的投机政策

而当体系压力小、精英共识一致时,土耳其又倾向于对北约采取投机政

策,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导弹则是典型案例。2016年7月15日未遂

政变发生后,土耳其调整了对俄政策,与俄罗斯关系走近并借此制衡北约。

2017年9月,土耳其就购买 “S-400”导弹与俄罗斯正式签署协议。土耳其

的做法遭到了北约和美国的强烈反对。在北约看来,土俄交易不仅对北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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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一体化构成直接危害,更是对联盟的蔑视行为,① 进而使土耳其与北约的

关系处在 “艰难的十字路口”。② 美国国防部明确警告土耳其购买 “S-400”

将破坏其与北约伙伴的关系,美国将停止土耳其参与 “F-35”计划。③ 北约

和美国的警告遭到了土耳其的强硬回击,埃尔多安总统表示,如果北约和美

国制裁土耳其,土耳其将考虑关闭北约在土耳其的英吉尔利克和库雷吉克两

个军事基地。④2019年7月,土耳其正式接收第一批 “S-400”导弹,标志着

此举 “已成定局”。⑤ 不过,埃尔多安也表示在购买俄 “S-400”导弹的同时,

土耳其仍可采购美国的 “爱国者”导弹。⑥ 由此可见,土耳其展现出多元外

交的平衡能力,增强了制衡北约的勇气,⑦ 并试图通过成功采购俄 “S-400”

导弹和美 “F-16”战机,在俄罗斯与北约、美国之间进行投机。

概言之,土耳其能够成功部署 “S-400”导弹、对北约采取投机政策,是

体系压力小和精英共识一致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大国战略竞争与较小的体系压力

自21世纪以来,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

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其全球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战略竞争。此后,

美国日益重视俄罗斯和中国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在2017年 《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中,美国不断强调中俄正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造成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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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挑战。① 伴随着应对 “大国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选项,

美俄战略博弈和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与俄罗斯就购

买 “S-400”导弹达成协议,无疑被美国和北约视为其在大国间进行投机的

表现。

事实上,土耳其无视北约的反对、购买俄罗斯的 “S-400”导弹与其对北

约的失望存在密切关系。首先,在叙利亚危机中,北约不但未给土耳其提供

必要的支持,还借口成本太高以及土周边导弹威胁有限,强行撤离了部署在

土耳其的 “爱国者”导弹。与此同时,北约借助叙利亚库尔德力量 “人民保

卫部队”打击 “伊斯兰国”势力,也引发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

化。其次,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北约国家的无动于衷

也令土耳其强烈不满。正如时任土耳其驻美大使塞尔达尔·克里奇所言,奥

巴马政府迟迟没有发表声明是土耳其对美国极度失望的依据。②

然而,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合作却不断加强,与土耳其和西方关系龃龉不

断形成鲜明对比。在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前后,俄罗斯为土耳其维护政

权安全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叙土边境的库尔德问题上,俄罗斯为土耳其对叙

利亚库尔德武装分子开展行动提供了领空准入,③ 为土耳其解决其安全威胁

提供了支持。此外,俄罗斯还联合土耳其、伊朗创立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阿

斯塔纳机制,这一独立于西方之外的叙利亚问题机制,既增强了俄土伊三国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增强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促

使土耳其更加主动地利用俄罗斯抗衡西方。因为当时土耳其与西方围绕入盟

问题、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问题、土耳其实行总统制等一系列问题已龃龉

不断。

因此,土耳其存在利用俄罗斯制衡美国和北约的战略需求,而不断承受西

方战略压力的俄罗斯同样存在利用土耳其分化西方盟友体系、加强双方在欧亚

和中东事务中合作的动力。这是俄罗斯主动提出向土耳其出售 “S-400”导弹,

而土耳其敢于突破美国和北约禁区部署 “S-400”导弹的内在动因。这也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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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外长恰武什奥卢所言,北约盟友未能满足需求使土耳其果断转向俄罗斯。①

内政部长索伊鲁则暗示 “S-400”是土耳其远离北约束缚的 “独立宣言”。② 埃

尔多安则把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 “S-400”导弹的协定称作现代土耳其历

史上 “最重要的协议”。③ 其发言人卡林也表示,北约从土耳其撤出 “爱国

者”导弹,这一切都导致土耳其寻找替代方案。④

总体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大国战略竞争加剧,

土耳其面临较小的体系压力,使其拥有在美俄之间进行投机的战略空间,而

这也是土俄关系走近并部署 “S-400”导弹的国际背景。

(二)总统制开启与精英共识的一致性

自2017年修宪公投后,土耳其总统的权力得到空前强化,军方权力被

削弱,执政党、反对党以及领导人意见走向统一,精英共识的一致性为土耳

其部署俄罗斯 “S-400”导弹提供了条件。

首先,土耳其总统权力不断强化,有利于政府的外交统一决策。2017
年,土耳其通过修改1982年宪法实现了从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过渡,总统权

力得到空前加强。2018年,埃尔多安赢得选举后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重塑,

巩固了 “超 级 总 统”统 治,使 其 成 为 土 耳 其 “唯 一 的 领 袖”和 “第 二 国

父”。⑤ 这无疑提升了埃尔多安在购买和部署 “S-400”导弹问题上的决策权

和话语权。

其次,权力遭到严重削弱的军方难以对文官政府构成挑战。美国兰德公

司的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系统地加强了文

官政府对军队权力的制约,在军人晋升和任用过程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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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了对军事人员的清算,① 使军方权力遭到了系统性削弱。2016年军事政变

发生后,埃尔多安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对 “军队监国”的政治传统

进行了最后一击,还彻底实现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完全控制。②

最后,正义与发展党和反对党在部署 “S-400”导弹问题上统一了意见。

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对西方缺乏身份认同,只是从务实的角度看

待与北约的联系。当它认定北约不能为土耳其安全提供预期的保护时,便开

始寻找替代方案。尤其在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动党联合执政的情况下,它

更倾向于追求独立的政策。③ 在2018年大选中,共和人民党、人民民主党

(Halkların
 

Demokratik
 

Partisi,HDP)和好党 (Iyi
 

Partisi,
 

IP)虽然以反对党

的身份进入议会,但并不反对部署 “S-400”导弹。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

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对部署 “S-400”的支持率仅低于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

6个百分点。④ 该党议员还将 “S-400”称为土耳其的主权性决定以及 “多中

心世界取代单极世界的象征”。⑤ 前好党代表奥兹达认为部署 “S-400”导弹

是土耳其在安全问题上自主选择的体现,并强调决不能对北约进行妥协。⑥

爱国党 (Vatan
 

Partisi,VP)主席佩林切克则夸张地声称部署 “S-400”导弹

“宣告了新世界的基础”。⑦

综上所述,随着美国单极霸权相对衰落、多极格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

竞争加剧,承受较小体系压力的土耳其得以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而土耳其

总统、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精英共识一致,则有利于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因此,在体系压力小、精英共识一致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政府通过部

署 “S-400”导弹对北约采取了投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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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土耳其对北约政策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灵活性特征,不仅受到

体系压力的制约,更是其国内精英群体博弈的结果。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

加剧的国际体系环境下,在欧亚地缘政治因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危机发生

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土耳其具备了在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欧洲与亚洲

之间进行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在权力、制

度、文化方面承受着不同力量、规范、观念的挤压、掣肘和牵绊,甚至陷入

深刻的战略选择和身份认同困惑。但是,土耳其的对外战略选择明显呈现出

从西化到东西方平衡乃至在部分领域 “向东看”的深刻变化,这是土耳其共

和国一百多年来西化不断受挫后寻求东西方平衡的结果。历史地看,土耳其

寻求东西方平衡以及 “向东看”的趋向,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在东方和西方之

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土耳其仍会在很多领域与西方及北约保持密切合

作。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土耳其的文化保守主义尤

其是新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日渐复兴,并在不同的国际

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偏好,使土耳其外交的主动性和进取性不断增强,并利

用其在欧亚地区、中东、北非、巴尔干、高加索的传统影响,在美国、俄罗

斯和欧洲的博弈中扩大自身的影响。此外,土耳其国内不同的政治势力、意

识形态和社会群体对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诉求,这使得土耳其的

对外政策深受国内政治斗争、经济利益以及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地缘政治、文化传统、国家利益、外部威胁等

复杂因素都通过作用于体系压力和精英共识,深刻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决

策。因此,无论是土耳其与北约合作与纷争并存的复杂联盟关系,还是土耳

其在 “向东看”的战略转向中寻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以及

土耳其在中东、巴尔干、中亚、高加索、北非等奥斯曼帝国传统疆域、突厥

语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情结和现实经营,都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准确

认识土耳其对外行为选择的内在根源、形成机理,更应辩证地把握其复杂多

变的本质和趋势。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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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stion
 

of
 

whether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will
 

be
 

reconfigured
 

in
 

response
 

to
 

geopolitical
 

changes,
 

or
 

whether
 

they
 

will
 

follow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and
 

remain
 

resili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and
 

practical
 

one.
 

In
 

fact,
 

GVCs
 

exist
 

in
 

a
 

dual
 

production
 

space
 

consisting
 

of
 

both
 

geographic
 

and
 

power
 

dimensions,
 

and
 

are
 

therefore
 

highly
 

susceptible
 

to
 

geopolitical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GVCs
 

are
 

also
 

connected
 

and
 

hierarchical,
 

and
 

through
 

these
 

two
 

features,
 

power
 

factors
 

intervene
 

in
 

the
 

governance
 

of
 

GVC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geopolitics
 

can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of
 

GVCs
 

through
 

the
 

securitization
 

of
 

production
 

allocation,
 

the
 

cluster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linkages
 

and
 

the
 

weaponization
 

of
 

their
 

industrial
 

advantages.
 

In
 

recent
 

years,
 

hegemonic
 

anxiety
 

has
 

stimula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tructure
 

its
 

value
 

chain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geopolitical
 

interests,
 

and
 

security
 

pressures
 

have
 

also
 

prompted
 

the
 

European
 

Union
 

to
 

adjus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its
 

own
 

value
 

chain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geopolitical
 

needs.
 

Such
 

restructuring
 

of
 

GVCs
 

by
 

the
 

U.S.
 

and
 

the
 

EU
 

in
 

the
 

field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high
 

technologies
 

and
 

critical
 

raw
 

materials
 

has
 

led
 

to
 

a
 

more
 

pronounced
 

geopolitical
 

shif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ased
 

on
 

GVCs,
 

which
 

has
 

aggravate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space,
 

geopolitics,
 

securitizati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
 

False
 

Alliance: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urkey's
 

Policy
 

Choices
 

Toward
 

NATO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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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G
 

Anlin
Abstract:

 

Since
 

Turkey
 

became
 

a
 

member
 

of
 

NATO
 

over
 

70
 

years
 

ag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been
 

fluctuating
 

amidst
 

close
 

cooperation
 

and
 

frequent
 

discords,
 

which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to
 

NATO's
 

allianc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variability
 

of
 

Turkey's
 

policy
 

toward
 

NATO
 

is
 

a
 

product
 

driven
 

by
 

both
 

the
 

press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onsensus
 

of
 

the
 

domestic
 

elites.
 

Systemic
 

pressure
 

determines
 

the
 

space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toward
 

NATO,
 

and
 

elite
 

consensus
 

affects
 

the
 

intensity
 

of
 

its
 

policy
 

choices.
 

Systemic
 

pressure
 

is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le
 

elite
 

consensus
 

is
 

influenced
 

by
 

leaders,
 

party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The
 

different
 

ⅳ



combination
 

of
 

the
 

two
 

factors
 

generates
 

Turkey's
 

diverse
 

policies
 

toward
 

NATO.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high
 

and
 

the
 

elite
 

consensus
 

is
 

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follower
 

policy;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high
 

and
 

the
 

elite
 

consensus
 

is
 

in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policy
 

of
 

compromise;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low
 

and
 

the
 

elite
 

consensus
 

is
 

in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confrontational
 

policy;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low
 

and
 

elite
 

consensus
 

is
 

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speculative
 

policy.
 

The
 

deployment
 

of
 

Jupiter
 

missiles,
 

the
 

response
 

to
 

the
 

Cyprus
 

crisis,
 

the
 

handling
 

of
 

the
 

Kurdish
 

issue
 

and
 

the
 

deployment
 

of
 

“S-
400”

 

missiles
 

constitute
 

typical
 

cases
 

that
 

verify
 

Turkey's
 

follower,
 

compromising,
 

confrontational
 

or
 

speculative
 

policy
 

towards
 

NATO.
 

Therefo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rastic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Turkey's
 

domestic
 

politics,
 

Turkey's
 

policies
 

towards
 

NATO
 

will
 

continue
 

to
 

vary
 

on
 

differe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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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onnection
 

of
 

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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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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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and
 

Europe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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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imultaneously
 

designating
 

China
 

and
 

Russia
 

as
 

strategic
 

competitors,
 

the
 

U.S.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of
 

its
 

Asian
 

and
 

European
 

alliances.
 

However,
 

the
 

connection
 

of
 

the
 

U.S.
 

alliances
 

in
 

Asia
 

and
 

Europe
 

will
 

heighten
 

the
 

common
 

external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thus
 

providing
 

impetus
 

for
 

enhance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increasing
 

strategic
 

pressure
 

on
 

the
 

U.S..
 

It
 

is
 

in
 

this
 

strategic
 

context
 

that
 

the
 

U.S.
 

insistence
 

on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of
 

its
 

Asian
 

and
 

European
 

alliances
 

is
 

worth
 

exploring
 

in
 

depth.
 

In
 

fact,
 

the
 

primary
 

motivation
 

of
 

the
 

U.S.
 

endeavor
 

is
 

the
 

alliance
 

system
 

dilemma
 

caused
 

b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e.,
 

balancing
 

overall
 

alliance
 

strengthening
 

endeavors
 

with
 

needs
 

to
 

maintain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ng
 

with
 

both
 

China
 

and
 

Russia,
 

the
 

U.S.
 

and
 

its
 

allies
 

face
 

the
 

dual
 

risk
 

of
 

“abandonment”
 

and
 

“entrapment”.
 

The
 

U.S.
 

needs
 

the
 

power
 

and
 

resources
 

of
 

its
 

allies
 

to
 

compete
 

but
 

does
 

not
 

want
 

to
 

be
 

drawn
 

into
 

conflicts
 

provoked
 

by
 

these
 

allies;
 

similarly,
 

U.S.
 

allies
 

seek
 

its
 

security
 

guarantees
 

but
 

do
 

not
 

wish
 

to
 

be
 

involved
 

in
 

direct
 

conflict
 

between
 

great
 

powers.
 

Under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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